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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聊天機器人的廣泛應用，其擬人化特徵如何影響使用者體驗

已成為亟待探討的議題。本研究探究了聊天機器人的擬人化頭像與命

名對使用者態度及行為意圖的影響，基於社會存在理論與準社會交往

理論，採用實驗法收集485份有效樣本數據。結果顯示，就擬人化特徵

的效果而言，擬人化頭像與命名可顯著增強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積

極態度、使用意圖及推薦接受意願；就使用場景差異而言，儘管任務

類型並未調節擬人化線索與使用意願、接受推薦意願之間的關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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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人化頭像在享樂導向任務中對於使用者態度的積極效應更為顯著；

就影響機制而言，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在擬人化線索與使用者行

為意圖之間存在鏈式中介效應。本研究為聊天機器人設計提供理論依

據，建議依據任務類型差異化應用擬人化策略，並優化頭像、命名等

線索以提升人機交互品質。未來可進一步探究不同文化背景或任務場

景中的影響機制與應用延伸。

關鍵詞：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準社會交往、擬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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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chatbots, research into how their 

anthropomorphic features shape user experience is urgently neede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anthropomorphic cues (e.g., avatars and naming 

conventions) in chatbots on user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Drawing 

on social presence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the research employed a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collected 485 valid respon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ree key findings. First, regarding the efficacy of anthropomorphic cues, highly 

anthropomorphic avatars and human-like nam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d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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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attitudes, usage intentions, and willingness to accept recommendations. 

Second, concerning contextual variations, although task type did not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hropomorphic cues and usage intention or 

willingness to accept recommendations, anthropomorphic avatars exhibited a 

more pronounced positive effect of user attitude within hedonic-oriented tasks. 

Third, regard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user 

attitude functioned as serial media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hropomorphic 

cues and user behavioral intent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grounding 

for chatbot design, advocating for task-specific anthropomorphic strateg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ues such as avatars and nam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Future research may further explor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cross diverse cultural contexts and task 

scenario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bot,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thropomor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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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在數位技術革新與移動終端普及的雙重推動下，人類獲取與處理

資訊的方式正經歷根本性轉型。智能手機的廣泛滲透與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的突破性發展，共同構建了即時連結的

數位生態（Yang & Lee, 2019），使用者得以跨越時空限制，透過智能裝

置快速搜尋並獲取個性化資訊；企業則透過AI算法分析用戶行為數

據，實現精準內容推送（Davenport et al., 2020; Huang & Rust, 2021a）。

在此背景下，聊天機器人作為AI技術的前沿應用，已從單純的資訊提

供工具演進為具備高度互動性的智能代理（Youn & Jin, 2021）。聊天機

器人的定義為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透過數據驅動的決策流程與使

用者進行實時交互的電腦程式（Lou & Yuan, 2019; Okuda & Shoda, 

2018），並已經廣泛應用於金融、醫療、教育等多元領域（Pillai & 

Sivathanu, 2020）。這一技術演進不僅引發學術界的熱切關注（Huang & 

Rust, 2021a），更在實踐層面展現出重塑人機互動模式的潛力（Chan-

Olmsted, 2019）。

在此技術演進趨勢下，學術界AI人性化特徵的研究逐漸聚焦於擬

人化（anthropomorphism）這一核心概念。擬人化作為人類將非人類實

體賦予人性特質的心理機制（Duffy, 2003; Puzakova & Aggarwal, 

2018），其與人機互動效能的關聯性已得到多學科研究的驗證。社會存

在理論（social presence theory）指出，個體在數位互動中感知到的社會

實體性，即對話方被視為真實人類的程度，將直接影響其情感投入與

行為反應（Garrison et al., 1999）。當聊天機器人透過擬人化設計呈現

時，使用者會因社會存在感的提升而產生更強的陪伴感，進而優化服

務體驗與評價（Van Doorn et al., 2017）。實證研究更表明，具有人類特

徵的頭像、符合社會規範的命名等擬人化線索能顯著正向影響使用者

的決策流程（Schanke et al., 2021），並促進持續使用意願（Noor et al., 

2022; Youn & Cho, 2023）。然而，現有研究多集中於擬人化設計的表層

特徵，對其影響機制的細化探討仍顯不足。本研究因此關注三個核心

研究問題：其一，擬人化線索如何具體塑造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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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其二，擬人化線索引起的態度變化如何轉化為行為意圖；其三，

其間的認知與心理機制如何發揮作用。

進一步而言，擬人化的實際效應可能因業務場景的差異而呈現顯

著異質性。Huang與Rust（2021b）基於服務目標的二元分類，提出功利

導向（utilitarian-oriented）與享樂導向（hedonic-oriented）業務類型的區分

框架，前者以效率與精確性為核心，強調AI的分析型功能，如法律諮

詢、金融分析；後者則以情感體驗為目標，需仰賴AI的情感智能以滿

足使用者感性需求，如娛樂互動、心理諮詢（Okada, 2005）。擬人化設

計在此二元框架下的作用機制呈現非對稱性：在享樂導向場景中，擬

人化透過增強社會存在感與情感聯結，能顯著提升使用者滿意度（Blut 

et al., 2021）；但在功利導向任務中，過度強調擬人化可能因降低專業

感知而產生反效果（Castelo et al., 2019）。此一發現提示，擬人化的應

用策略需依業務類型進行動態調整，方能最大化其對使用者體驗的正

面影響。然而，現有文獻對此種情境依賴性的探討仍較為初步，尤其

缺乏針對不同業務類型下擬人化效應的系統性比較。

從心理機制層面觀之，擬人化線索的作用路徑可透過準社會交往

理論（para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與態度和行為意圖的關聯加以解釋。

準社會交往理論指出，個體在媒介互動中會傾向於將虛擬角色視為真

實社會存在，並與之建立情感聯結（Horton & Wohl, 1956）。此一現象

在數位時代進一步擴展至人機互動領域，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擬人

化感知將觸發類似人際互動的心理反應（Labrecque, 2014）。具體而言，

高度擬人化的聊天機器人會引發使用者的社交期待（Balakrishnan et al., 

2022），促使其投入更多情感資源，並形成積極態度（Cheng et al., 

2022）；而此種態度轉變又與使用意願、推薦接受度等行為意圖呈顯著

正相關（Chua et al., 2023; Upadhyay et al., 2022）。因此，擬人化線索可

能透過準社會交往促進態度轉變，進而透過鏈式機制發揮影響行為意

圖的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深化現有研究對聊天機器人擬人化效應的

認知，聚焦於以下三大研究方向：首先，系統探討擬人化線索，尤其

是視覺外觀與命名方式對使用者態度與行為意圖的具體影響；其次，

比較分析功利導向與享樂導向業務類型下，擬人化效應的情境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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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揭示準社會交往感知與使用者態度在擬人化線索與行為意圖之

間的中介機制。透過此研究，期望能為AI擬人化設計的理論發展與實

踐應用提供新的分析框架與實證依據。

文獻綜述

擬人化與社會存在理論

近年來，聊天機器人的擬人化特性已成為備受矚目的研究焦點

（Araujo, 2018; Youn & Jin, 2021）。聊天機器人的擬人化設計是一個將

人類特徵系統性地賦予非人類聊天機器人實體的過程。其目的在於構

建更具吸引力且更易引發共鳴的人機互動模式，從而在最大程度上模

擬人類交流的複雜情境與豐富內涵（Jang et al., 2025）。這一過程可能涉

及賦予聊天機器人以人類的形象、名稱或語言模式等，使其在感知層

面更趨近於人類（Ahn et al., 2014; Araujo, 2018）。研究表明，當非人類

實體展現出人類特徵時，人們往往會以社交化的方式予以回應，且並

未充分意識到這種互動是由人工系統所驅動的（Nass & Moon, 2000）。

現有研究指出了多種適用於人工智能技術的擬人化線索。從身分線索

來看，包括外表、眼睛、名稱和聲音等直觀元素；與對話相關的線

索，包括回應時間、對話風格、非正式語言運用以及自我披露程度

等；此外，心理線索如情緒表達、禮貌程度和幽默感等也被納入考量

範疇（Li & Suh, 2022）。

為深入解析擬人化線索影響使用者反應的內在作用機制，社會存

在理論被引入作為核心分析框架（Araujo, 2018; Schuetzler et al., 

2020）。社會存在感是個體在數位互動情境中對社交實體的主觀感知，

即個體將對話方視為真實人類的程度（Short et al., 1976）。在人機交互

的語境下，這一概念進一步延伸為使用者對虛擬實體社交能力的認知

評價。有學者指出，聊天機器人所呈現的擬人化線索能夠通過增強社

會存在感知，進而積極影響使用者的認知與行為反應（Araujo, 2018; Cai 

et al., 2022; Crolic et al., 2022; Tsai et al., 2021）。此種效應的根源在於

擬人化線索對人類心理的潛在影響機制：當非人類實體被賦予人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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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時，個體傾向於將其視為具備社交意圖的行為主體，這種認知上的

轉變模糊了人機之間的界限，進而有利於建立情感聯結（Epley et al., 

2007; Crolic et al., 2022）。

在擬人化線索的分類體系中，面部特徵和名稱作為最為直觀的身

分線索，在影響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認知方面發揮著首要作用，並

深刻影響著後續親密感的建立（Jang et al., 2025）。研究指出，聊天機器

人頭像的擬人化程度以及命名的社會化程度，會顯著影響用戶的第一

印象，觸發強烈的情感聯結與陪伴感，進而提升社會存在感知（Gong, 

2008; Schuetzler et al., 2020）。例如，Gong（2008）通過實驗證明擬人化

頭像與社會存在感呈顯著正相關；Adam等人（2021）進一步研究發現，

採用包含人類名字的命名策略能夠有效強化社會存在感知，並提升使

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持續使用意願。此種效應可歸因於擬人化線索對

人類特質聯想的啟發作用，促使使用者將虛擬實體納入社會互動框架

之中（Kim & Sundar, 2012; Kim et al., 2020）。儘管聊天機器人的擬人化

線索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但鑒於頭像與命名作為身分線索所具有的

直觀性和重要性（Sun et al., 2024），本研究聚焦於探索擬人化頭像與命

名的效應，同時對語言、聲音等其他擬人化線索進行嚴格控制，以期

更加細緻地觀察並呈現研究結果。

擬人化線索之一：頭像

在聊天機器人的設計中，擬人化視覺元素，尤其是類人頭像作為

核心線索，透過模擬人類外觀特徵，能夠有效增強使用者與機器人間

的情感聯結與社會存在感知（Chen et al., 2022; Fotheringham & Wiles, 

2023）。此種設計策略使人類傾向於將非人類實體視為具備社交意圖的

交互對象，進而產生類人互動的認知（Epley et al., 2007）。具體而言，

擬人化頭像所傳遞的視覺信號，能夠簡化使用者將人類屬性映射至機

器人的心理過程，並透過激活社會存在理論中的共在感知，提升使用

者對聊天機器人的親和感與信任感（Chong et al., 2021; Go & Sunda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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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研究已將類人頭像視為擬人化設計的典型範例。Chong等人

（2021）指出，聊天機器人的類人外觀可直接強化使用者對其社會存在

感、可信度及能力的感知，進而優化使用體驗；Go與Sundar（2019）則

進一步驗證，相較於氣泡符號等非人形圖示，擬人化頭像能有效彌補

資訊交互性不足的缺陷，降低使用者因機器人功能限制而產生的負面

態度。此種效應與社會存在理論的核心觀點一致：人類肖像作為社會

存在的具象化符號，能夠啟發使用者將聊天機器人納入社會互動框架

（Lee & Jang, 2013），從而觸發更積極的心理反應。具體而言，有研究

指出，擬人化頭像將提升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好感度（Araujo, 2018）， 

並進一步提高其使用意願與推薦接受度（Chong et al., 2021; Go & 

Sundar, 2019）。基於上述理論與實證基礎，本研究假設擬人化頭像設

計將對使用者態度及行為意圖產生影響：

H1： 擬人化頭像正向影響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a）態度、（b）使

用意願及（c）接受其推薦的意願。

擬人化線索之二：命名

在聊天機器人設計中，人類命名作為核心擬人化線索，透過模擬

人類社會身分特徵，能有效強化使用者對機器人社交屬性的感知（Blut 

et al., 2021; Chong et al., 2021）。此種設計策略根植於人類社會性需

求，即個體渴望與他人建立聯繫的內在動機（Epley et al., 2007）。當非

人類實體被賦予人類名字時，使用者傾向於將其視為具備社會意圖的

類人主體，從而觸發社會互動期待（Crolic et al., 2022; Han, 2021）。此

機制不僅滿足了使用者的社交需求，更透過命名線索，簡化了將人類

屬性向非人類實體映射的過程（Waytz et al., 2010）。

現有研究已證實人類命名在擬人化設計中的關鍵作用。Araujo

（2018）指出，聊天機器人採用人類名字能顯著提升使用者對其社會存在

感知，並促進使用者與機器人所代表組織間的情感聯結；Fotheringham

與Wiles（2023）進一步驗證，擬人化命名策略可透過強化社會實體性認

知，優化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態度與行為反應。此外，Youn與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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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及Kim等人（2020）的研究均表明，人類命名能透過提升親和力

與信任感，間接提升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使用意願及推薦接受度。

H2： 擬人化命名正向影響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a）態度、（b）使

用意願及（c）接受其推薦的意願。

任務類型的功利導向與享樂導向：擬人化效應的情境差異

近年來，企業對聊天機器人的應用已從單純的技術整合轉向戰略

性業務創新（Huang & Rust, 2021b）。根據服務目標的二元分類框架，

採用聊天機器人的組織可劃分為「功利導向」與「享樂導向」兩大類別

（Prebensen & Rosengren, 2016）。功利導向型任務聚焦於提供實用性、

功能性及非感官層面的價值，強調工具性與效率，如法律諮詢、金融

分析；享樂導向型任務則以情感與感官體驗為核心，致力於透過樂

趣、娛樂性及愉悅感增強用戶忠誠度（Huang & Rust, 2021b）。此一分

類為理解擬人化線索的情境效應提供了關鍵的分析維度。

現有研究指出，擬人化設計的有效性並非普適，而是高度依賴任

務類型的特徵（Chen et al., 2022; Huang & Rust, 2021b）。在功利導向場

景中，使用者傾向於將聊天機器人視為理性決策的輔助工具，其優勢

體現在快速獲取客觀資訊、生成功利型推薦意見等方面（Longoni & 

Cian, 2022）。此種認知與電腦資訊處理的無偏見特性密切相關，因為

使用者認為，由AI生成的資訊可能比人類提供的資訊更可信（Sundar, 

2008），尤其在處理分析型任務時，AI的邏輯嚴密性與效率優勢能與使

用者基於認知驅動的決策過程形成互補（Botti & McGill, 2011）。然

而，過度強調擬人化線索可能干擾此一認知流暢性：當使用者需要快

速完成目標導向型任務時，擬人化設計可能被視為非必要的社會信

號，反而降低決策效率（Huang & Rust, 2021b）。

相反，在享樂導向型任務中，使用者更期待聊天機器人展現人性

化特質。具有擬人化特徵的聊天機器人在此類場景中通常具備獨特 

優勢，能透過情感化的表達，與使用者基於情感驅動的決策過程產 

生共鳴（Longoni & Cian, 2022）。當聊天機器人透過擬人化線索展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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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存在感時，使用者傾向於與之建立情感聯結（Horton & Wohl, 1956; 

Labrecque, 2014）。在此情境下，擬人化設計能有效平衡聊天機器人在

情感智能方面的不足，透過增強社會存在感知，促進使用者情感驅動

機制的流暢運作（Castelo et al., 2019; Okada, 2005）。

綜上，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期望呈現顯著的情境依賴性：在功

利導向型任務中，理性與客觀是核心需求；在享樂導向型任務中，人

性化特質則成為關鍵期待（Blut et al., 2021）。此種差異表明，擬人化線

索的效應可能受業務類型的調節：在功利導向型場景中，擬人化可能

削弱AI的工具性優勢；在享樂導向型場景中，其則能彌補AI情感智慧

的不足。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 任務類型會調節擬人化頭像與聊天機器人（a）使用者態度、

（b）使用意願及（c）接受其推薦意願之間的關係。具體而言，

在享樂導向型任務中，擬人化頭像的正向效應更顯著；在功

利導向型任務中，此效應可能被弱化。

H4： 任務類型會調節擬人化命名與聊天機器人（a）使用者態度、

（b）使用意願及（c）接受其推薦意願之間的關係。具體而言，

在享樂導向型任務中，擬人化命名的正向效應更顯著；在功

利導向型任務中，此效應可能被弱化。

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的中介效應：擬人化線索與行為
意圖的連結機制

準社會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概念由Horton與Wohl（1956）首

次提出，指個體透過媒介與虛擬角色互動時，所產生的與非現實主體

建立雙向關係的認知錯覺。此種交往模式不僅限於即時互動，更可延

伸至長期關係的構建，涉及對媒介角色社會特徵的持續感知與情感投

入（Rubin & McHugh, 1987; Whang & Im, 2021）。近年來，該理論被擴

展至人機交互領域，研究者將媒介角色拓展至聊天機器人，並指出視

覺外觀、命名方式等擬人化線索可能是準社會交往的關鍵觸發因素

（Han & Yang, 2018; Noor et al., 2022）。實證研究顯示，具備擬人化特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2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7期（2026）

徵的聊天機器人能透過模擬人類行為，促進使用者與其建立親密的準

社會聯結，進而塑造積極的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向（Jang et al., 2025）。

準社會交往的驅動機制可歸納為三個核心維度：社交吸引，即使

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社交能力的感知；任務相關性，即聊天機器人功能

與使用者需求的匹配度；以及實體吸引力，即擬人化設計的視覺與交

互魅力（Noor et al., 2022）。此三類因素透過擬人化線索的設計得以激

活：例如，人性化頭像可強化實體吸引力，人類化命名則能提升社交

吸引，兩者共同作用以啟動準社會交往過程。聊天機器人的類人特徵

可能會進一步放大此種效應，具體表現為使用者滿意度提升、持續使

用意願增強，以及參與度的深化（Han & Yang, 2018; Tsai et al., 2021; 

Youn & Jin, 2021）。基於上述理論與實證基礎，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5： 準社會交往在擬人化頭像與聊天機器人（a）使用者態度、（b）

使用意願及（c）接受其推薦意願之間的關係中，扮演正向中

介角色。

H6： 準社會交往在擬人化命名與聊天機器人（a）使用者態度、（b）

使用意願及（c）接受其推薦意願之間的關係中，扮演正向中

介角色。

進一步而言，態度作為行為意圖的核心預測因素，已在多項研究

中得到驗證。例如，Iddamalgoda等人（2025）指出，使用者對AI工具

的態度是其行為意圖的最強預測變數；Wang與Wang（2025）則證實，

態度在AI感知特徵與使用決策間具有關鍵中介作用。在具體場景中，
Xu等人（2024）關注旅遊行業的聊天機器人，發現使用者透過準社會交

往與聊天機器人建立情感聯結，此種聯結透過影響認知評估過程，最

終塑造對聊天機器人的態度；Rehman等人（2025）則揭示，AI虛擬形象

的類人特徵可同時增強準社會交往與可信度感知，進而提升使用者接

受其推薦的意願。綜合上述證據，本研究進一步推斷，頭像、命名等

擬人化線索首先透過激活準社會交往，影響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態

度感知；此種態度變化與準社會交往共同作用，進一步驅動使用意願

與推薦接受行為。據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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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在擬人化頭像與（a）使用意願和（b）

接受聊天機器人推薦意願之間的關係中，扮演鏈式中介角色。

H8：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在擬人化命名與（a）使用意願和（b）

接受聊天機器人推薦意願之間的關係中，扮演鏈式中介角色。

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聊天機器人擬人化線索（頭像與命名）與任務類型

（功利導向與享樂導向）對使用者態度、使用意願及接受意願的交互影

響，具體採用2（頭像：低擬人化相比高擬人化）×2（命名：擬人化命

名相比非擬人化命名）×2（任務類型：金融服務相比挑選禮物）的組間

實驗設計。透過系統性操控三組獨立變項，解析多方互動效應對使用

者態度與行為意向的影響機制。

實驗材料

研究者根據實驗目的進行了實驗材料的設計。首先，就擬人化頭像

而言，圖二呈現了現有研究中聊天機器人形象的四類典型分類（Cao  

et al., 2025）。其中人類形象（human avatars，見圖二左上方）指完全模擬

人類外觀的形象類型，核心特點是具備與真實人類高度一致的面部輪

廓、五官形態及立體視覺效果，是擬人化程度最高的類型；漫畫形象

（caricatured avatars，見圖二右上方）為融合人類特徵與卡通化風格的形

象類型，雖保留人類五官等基礎擬人元素，但視覺呈現採用誇張簡化的

圖一　研究模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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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化處理；動物形象（zoomorphic avatars，見圖二左下方）是以特定動

物外形為核心的形象類型，特點是復刻動物的外觀特徵，僅通過服飾等

裝飾附帶輕度擬人化元素；功能形象（functional avatars，見圖二右下方）

是聚焦服務屬性的形象類型，其設計以高度簡化的卡通樣式為主，核心

是體現聊天機器人的服務功能，幾乎不包含具象的擬人化外觀元素。

參考圖二，為精確區分擬人化程度，研究者透過數位繪圖軟體設

計兩種頭像條件：在低擬人化條件下，採用抽象卡通機器人造型，僅

呈現簡化面部特徵，缺乏人類五官、肢體等具象特徵，強化機械實體

的視覺感知；在高擬人化條件下，呈現完整人類外貌特徵，包含清晰

五官、髮型、服飾等細節，使觀者能直觀感知人類形象的類比性（見圖

三）。此設計也參考了Youn與Cho（2023）的視覺擬人化操控標準，確

保兩組頭像在機械性與類人性維度上形成顯著對比。1

此外，就擬人化命名方式而言，具有人類特徵的命名方式，例如達

芙妮（Daphne）、萊恩（Ryan），相較於具有機械特徵的命名方式，例如

聊天機器人（Chatbot），具有更高的擬人化程度（Makany et al., 2023），

因此本研究將命名方式分為兩類：在低擬人化條件下，統一命名為「虛

擬助手」，強化工具性角色定位，避免賦予人類社會屬性；在高擬人化

條件下，採用人類化命名策略，並依任務類型調整名稱，強化場景適配

性：功利導向型任務，即金融服務中命名為「小財」；享樂導向型任務，

即挑選禮物中命名為「小禮」。

圖二　聊天機器人形象分類

Zoomorphic avatars Functional avatars

Human avatars Caricatured ava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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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實驗材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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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Youn與Cho（2023）的任務分類框架，本研究選取兩類典型場

景：功利導向型任務中，聊天機器人需推薦參與者辦理適合的信用卡

申請，主要關注利率、費用等功能性需求與效率導向；享樂導向型任

務中，聊天機器人需向參與者推薦送給母親的禮物，聚焦心意表達、

禮物意義等情感性需求與體驗。兩類任務的情境說明均以相同格式呈

現，僅替換關鍵服務內容，以控制額外變項干擾。

為避免現實品牌偏好影響實驗效度，本研究採用虛構機構名稱：

金融機構設定為「盛世匯融銀行」，模擬傳統銀行服務場景；購物平台

設定為「悅選雲商城」，凸顯線上購物特徵。所有實驗組的對話介面設

計，包括版面配置、字體大小、顏色方案，均保持一致，僅替換頭

像、命名與任務內容，確保變項操控的純淨性（Puzakova & Aggarwal, 

2018; Sung et al., 2020）。

實驗過程

本研究參照聊天機器人實驗的經典研究範式（Hildebrand & Bergner, 

2021; Youn & Jin, 2021），設計結構化實驗流程以操控關鍵變項並測量

使用者反應。實驗材料包含三段連續對話，模擬真實人機互動場景，

具體流程如下：實驗開始前，參與者需閱讀一份基於情境的引導文

件，旨在建立實驗情境的代入感，同時明確參與者的任務為觀察並評

估聊天機器人的互動表現。實驗對話依功能分為三個階段：在自我介

紹階段，聊天機器人首先向參與者（即實驗語境下的「客戶」）進行簡短

自我介紹，內容包含其服務功能與定位，如「我是您的智能財務顧問，

將為您提供個性化金融建議」；在需求提出階段，客戶針對特定任務提

出具體請求；在推薦回應階段，聊天機器人提供定製化建議，並以「點

擊此處」按鈕形式呈現詳細資訊，以供進一步查詢。

此設計參考Pillai與Sivathanu（2020）及Schanke等人（2021）的研究， 

同時控制實體按鈕與網址的虛構性，避免參與者實際操作干擾實驗結

果。參與者於實驗過程中僅能檢視對話文本，無法點擊按鈕或存取網

址，以排除額外變項干擾。為確保實驗內部效度，所有對話的版面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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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均保持一致，僅替換頭像、命名與任務內容。圖三為實驗材料的兩

則示例。2

實驗參與者

本研究透過騰訊問卷平台招募年滿18歲的參與者，實施流程符合

學術倫理規範：所有參與者於實驗前均閱讀並簽署知情同意書，實驗

結束後則被告知研究真實目的及實驗材料的虛構性質。最終共獲得485

份完整且通過注意力檢測和操縱性檢驗的有效問卷，納入後續數據分

析階段。樣本特徵如下：女性參與者佔58.76%（n = 285），平均年齡為
32.75歲，68.87%（n = 334）具有大學及以上學歷。

為確保樣本量足以偵測預期效應，研究者使用G*Power軟體進行了

統計效能分析（Faul et al., 2009）。設定參數為：統計檢定力（1-β）= .8，

顯著性水準α = .05，效應量 f = .25（中等效應），組數k = 8（2×2×2設

計）。計算結果顯示，每實驗組至少需34名參與者，總樣本量需求為
272人。本研究實際樣本量（N = 485）遠超此門檻，有望降低第一類錯

誤風險，增強結果統計效度。3實驗過程中，研究者針對自變項實施了

操縱檢驗，確認實驗材料成功誘發預期之擬人化感知與任務情境。

操縱性檢驗

參考Tsai等人（2021）的操作化設計，研究者在實驗後測階段要求

參與者評估聊天機器人頭像的擬人化程度，題項為：「您認為該聊天機

器人頭像的擬人化程度如何？」（1 = 擬人程度很低，5 = 擬人程度很

高）。獨立樣本 t檢定結果顯示，高擬人化頭像組的感知得分顯著高於

低擬人化頭像組（t = 14.39, p < .001），證實頭像設計成功誘發預期的擬

人化感知差異；針對命名方式的操控，本研究參照Youn與 Jin（2021）

的題項設計，採用單項選擇題詢問參與者：「您認為該聊天機器人是否

擁有專屬名稱？」為驗證任務情境的操控效果，研究借鑑Longoni與
Cian（2022）的題項設計，要求參與者判斷：「您認為此次與聊天機器人

的對話屬於哪類任務？」（功利型／享樂型）。為了保證命名方式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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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的操控效果，在樣本篩選環節，僅保留所選答案與所屬實驗組別

匹配的問卷作為有效樣本，納入後續數據分析流程，以確保實驗操縱

的有效性。

變數測量

本研究涉及的核心變數包括對聊天機器人的態度、使用意願、接

受推薦的意願及準社會交往，均透過成熟量表進行測量。

I. 對聊天機器人的態度

參考Park等人（2021）的操作化定義，態度變項透過三題項測量，採

用五級李克特量表（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題項包括「我覺得

這個聊天機器人很好」；「我覺得這個聊天機器人是討人喜歡的」；「我覺

得這個聊天機器人給人感覺是積極的」（M = 3.83, SD = 0.76, α = .91）。

II. 使用聊天機器人的意願

參考既有研究（McLean & Osei-Frimpong, 2019），採用五級李克特

量表（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使用意願透過三題項測量，題

項包括「我將來可能會繼續使用這個聊天機器人」；「我打算繼續使用這

個聊天機器人」；「我希望將來繼續使用這個聊天機器人」（M = 3.81, SD 

= 0.74, α = .89）。

III. 接受聊天機器人推薦的意願

參考Yoon與Lee（2021）的研究，採用五級李克特量表（1 = 非常不

同意，5 = 非常同意），透過兩題項測量，題項為「我願意選擇這個聊天

機器人推薦的產品／禮物」；「我願意接受這個聊天機器人的建議」（M = 

3.71, SD = 0.74, α = .80）。

IV. 準社會交往

基於Tsai等人（2021）的準社會交往量表，採用五級李克特量表 

（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透過三題項測量，題項包括「這個

聊天機器人讓我感覺很舒服，就像朋友一樣」；「這個聊天機器人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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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我想了解的事情」；「我覺得這個聊天機器人就像一個老朋友」 

（M = 3.81, SD = 0.76, α = .89）。

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H1和H2分別關注擬人化頭像和人類特徵的命名如何影

響實驗參與者對聊天機器人的（a）態度、（b）使用意願和（c）接受推薦

的意願。本研究採用SPSS軟體進行了一系列迴歸分析，以驗證假設。

結果表明，擬人化頭像正向影響對聊天機器人的態度（β = .24, p < 

.001）、使用意願（β = .23, p < .001）和接受推薦的意願（β = .22, p < 

.05），因此H1得到驗證。同時，擬人化命名正向影響對聊天機器人的

態度（β = .13, p < .05）、使用意願（β = .12, p < .05）和接受推薦的意願（β  
= .10, p < .05），因此H2得到驗證。

H3和H4關注任務類型是否會調節擬人化頭像與擬人化命名對（a）

使用者態度、（b）使用意願及（c）接受推薦意願的關係。本研究同樣採

用SPSS軟體進行了計算變數與調節效應分析。結果表明，任務類型正

向調節了擬人化頭像與使用者態度之間的關係（β = .11, p < .05），即擬

人化頭像在享樂導向型任務中對於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態度的積極效

應更為顯著，但是在擬人化頭像與使用意願（β = .09, p > .05）及接受聊

天機器人推薦意願（β = .10, p > .05）的關係中不存在調節效應。同時，

任務類型在擬人化命名與使用者態度（β = .03, p > .05）、使用意願（β = 

.06, p > .05）及接受聊天機器人推薦意願（β = .07, p > .05）的關係中均

不存在調節效應。

為了驗證H5和H6，本研究使用Hayes開發的SPSS外掛程式PROCESS 

中的Model 4進行了準社會交往的中介效應分析，重複抽樣次數為5,000

（Hayes, 2015）。H5假設準社會交往在擬人化頭像與（a）使用者態度、（b）

使用意願及（c）接受聊天機器人推薦意願的關係中，扮演正向中介角色。

結果表明，準社會交往在擬人化頭像與使用者態度（effect = .24, 95%CI =  

[.12, .36]）、使用意願（effect = .23, 95%CI = [.11, .35]）及接受其推薦意願

（effect = .23, 95%CI = [.11, .34]）的關係中，均扮演正向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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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假設準社會交往在擬人化命名與（a）使用者態度、（b）使用意願

及（c）接受聊天機器人推薦意願的關係中，扮演正向中介角色。中介效

應分析結果表明，準社會交往在擬人化命名與使用者態度（effect = .20, 

95%CI = [.16, .60]）、使用意願（effect = .19, 95%CI = [.06, .31]）及接受

其推薦意願（effect = .20, 95%CI = [.06, .32]）的關係中，均扮演正向中

介角色（見表一）。

表一　準社會交往的中介效應分析

研究變數 中介變數 a b 間接效應 總效應 直接效應

自變數：擬人化頭像
因變數：使用者態度 準社會交往 .26(.07)*** .93(.02)***

.24(.06)
[.12, .36]

.35(.07)***   .10(.02)***

自變數：擬人化頭像
因變數：使用意願 準社會交往 .26(.07)*** .88(.02)***

.23(.06)
[.11, .35]

.33(.07)***   .10(.03)***

自變數：擬人化頭像
因變數：接受推薦的意願 準社會交往 .26(.07)*** .88(.02)***

.23(.06)
[.11, .34]

.33(.07)***   .10(.03)***

自變數：擬人化命名
因變數：使用者態度 準社會交往 .21(.07)** .94(.02)***

.20(.07)
[.16, .60]

.20(.07)**   .002(.02)

自變數：擬人化命名
因變數：使用意願 準社會交往 .21(.07)** .89(.02)***

.19(.06)
[.06, .31]

.17(.07)** –.02(.03)

自變數：擬人化命名
因變數：接受推薦的意願 準社會交往 .21(.07)** .94(.02)***

.20(.06)
[.06, .32]

.14(.07)** –.05(.02)

註：**p < .05，***p < .001；表格中提供了非標準化迴歸係數、標準誤差以及間接效應的置

信區間；a路徑代表自變數與中介變數的關係，b路徑代表中介變數與因變數的關係。

本研究採用SPSS外掛程式PROCESS中的Model 6，針對假設H7

與H8進行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的鏈式中介效應檢驗，重複抽樣次

數設定為5,000次。研究結果具體闡述如下：針對假設H7，即準社會

交往和使用者態度在擬人化頭像與（a）使用意願、（b）接受推薦意願的

關係中扮演鏈式中介角色。路徑分析結果顯示，擬人化頭像與準社會

交往正相關（effect = .26, p < .001），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正相關

（effect = .93, p < .001），使用者態度與使用意願正相關（effect = .57, p < 

.001），因此準社會交往和使用者態度在擬人化頭像與使用意願的關係

中扮演鏈式中介角色（effect = .14, 95%CI = [.07, .22]）；類似地，在接

受推薦意願的模型中，擬人化頭像與準社會交往正相關（effect = .26,  

p < .001），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正相關（effect = .93, p < .001），使

用者態度與接受聊天機器人推薦的意願正相關（effect = .27,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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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準社會交往和使用者態度在擬人化頭像與接受推薦意願的關係中

扮演鏈式中介角色（effect = .07, 95%CI = [.03, .12]），H7得到驗證。

針對假設H8，即準社會交往和使用者態度在擬人化命名與（a）使

用意願、（b）接受推薦意願的關係中扮演鏈式中介角色，分析結果顯

示，在使用意願的模型中，擬人化命名與準社會交往正相關（effect =  

.21, p < .05），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正相關（effect = .94, p < .001），

使用者態度與使用意願正相關（effect = .58, p < .001），因此準社會交往

和使用者態度在擬人化命名與使用意願的關係中扮演鏈式中介角色

（effect = .12, 95%CI = [.04, .21]）；在接受推薦意願的模型中，擬人化命

名與準社會交往正相關（effect = .21, p < .05），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

度正相關（effect = .94, p < .001），使用者態度與接受聊天機器人推薦的

意願正相關（effect = .27, p < .001），因此準社會交往和使用者態度在擬

人化命名與接受推薦意願的關係中扮演鏈式中介角色（effect = .05, 

95%CI = [.02, .11]），H8得到驗證。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系統性探究聊天機器人所展現的擬人化線索，包括擬

人化頭像與命名，如何影響消費者態度及相關行為意向，並透過實證

表二　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的鏈式中介效應

路徑 間接效應 標準誤差 95%置信區間

擬人化頭像→準社會交往→使用意願 .09 .03 [.04, .16]

擬人化頭像→準社會交往→使用者態度→使用意願 .14 .04 [.07, .22]

擬人化頭像→使用者態度→使用意願 .06 .01 [.03, .09]

擬人化頭像→準社會交往→接受推薦意願 .17 .05 [.08, .26]

擬人化頭像→準社會交往→使用者態度→接受推薦意願 .07 .02 [.03, .12]

擬人化頭像→使用者態度→接受推薦意願 .03 .01 [.01, .05]

擬人化命名→準社會交往→使用意願 .07 .03 [.03, .13]

擬人化命名→準社會交往→使用者態度→使用意願 .12 .04 [.04, .21]

擬人化命名→使用者態度→使用意願 .03 .04 [.03, .11]

擬人化命名→準社會交往→接受推薦意願 .14 .05 [.05, .24]

擬人化命名→準社會交往→使用者態度→接受推薦意願 .05 .02 [.02, .11]

擬人化命名→使用者態度→接受推薦意願 .02 .02 [.0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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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驗證任務類型的調節效應，同時深入闡釋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

度在擬人化線索與行為意圖間的鏈式中介機制。首先，擬人化頭像與

命名均對使用者態度、使用意願及接受推薦意願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此發現與既有文獻一致（Youn & Cho, 2023），表明具有人類特徵的視覺

外觀與稱呼能增強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真實感與社會存在感知，進

而引發更友好的態度並促進採納行為。

關於任務類型的調節作用，本研究發現在享樂導向型任務情境

中，擬人化頭像對使用者關於聊天機器人的態度產生的積極效應更為

顯著，此結果進一步驗證了視覺擬人化的積極作用（Fenwick & Molnar, 

2022）。研究表明，在使用者的產品評估與決策過程中，視覺線索能夠

啟動大腦的不同功能區域。尤其在情感驅動機制作用下，用戶傾向於

無需投入過多認知努力，直接將視覺線索作為評估聊天機器人的依據

（Yen & Chiang, 2021）。這一發現進一步凸顯了聊天機器人視覺擬人化

線索在減輕用戶認知與心理負擔、提升用戶滿意度方面的潛在價值（Li 

et al., 2026）。

然而，本研究發現任務類型並未對擬人化線索與使用意願、接受

推薦意願之間的關係產生調節作用。這或許可歸因於態度與行為意圖

之間存在複雜的關聯。例如，特定情境下用戶可能對人工智慧持有積

極態度，但未必會轉化為積極的使用意願與實際使用行為（Rasheed et 

al., 2023）。這一現象提示我們，後續研究需聚焦於「態度－行為意圖」

差距的成因，深入探究影響使用行為的更多潛在因素。其次，這一結

果也可能源於實驗情境中聊天機器人均展現出專業的問題解決能力。
Yen與Chiang（2021）的研究指出，在認知驅動機制下，使用者傾向於

依據服務品質形成反應。在本研究的模擬情境中，聊天機器人在不同

任務中均能精準理解客戶需求並提供合理建議，因此參與者可能將聊

天機器人的建議視為專業且有效的（Qin et al., 2024），而擬人化線索僅

被視為評估聊天機器人的額外觸發因素。這一解釋表明，當聊天機器

人展現出強大的問題解決能力時，使用者可能更關注服務本身的實用

性。事實上，使用者對AI系統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系統能力

的感知，而非僅僅依賴於擬人化程度（Pelau et al., 2021）。因此，擬人

化特徵可能僅作為輔助評估AI系統整體表現的因素，而非決定性因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31

聊天機器人擬人化線索對使用者態度與行為意圖的影響

素。此外，本研究大部分參與者具有較高的教育水準。高教育水準參

與者可能更注重功能屬性（Shulner-Tal et al., 2025），而非擬人化線索的

社會屬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任務類型的調節效果。

本研究也揭示了準社會交往在擬人化頭像和命名對使用者態度和

行為意圖的關係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這說明在人機交互過程中，擬

人化線索可能會喚起用戶對聊天機器人的情感依戀與信任（Konok et al., 

2018; Song et al., 2023），並進一步影響對於聊天機器人的態度和接受

意願。許多研究表明，長期使用語音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的人傾向於

將其視為人類伴侶甚至家庭成員，並傾向於從社交關係的角度評估人

機互動體驗（Brause & Blank, 2020）。而本研究則進一步證明，這種社

交體驗可能會在心理機制層面影響使用者對於聊天機器人的態度，並

進一步對其行為意圖產生影響，這為未來研究人機互動如何通過擬人

化設計塑造使用者的積極使用意圖提供了新視角（Rehman et al., 2025）。

更進一步，本研究還發現在擬人化線索與使用者行為意向的關係

中，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發揮了鏈式中介的作用。雖然既有研究

考察了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態度可能產生積極影響的機制（Xu et al., 

2024），但是鮮有研究探究二者如何作為共同解釋機制發揮作用。我們

的研究發現提示擬人化線索會首先從關係層面影響使用者對於聊天機

器人的情感認知，再透過態度轉變最終作用於行為意圖。這和過往的

研究發現相一致，即使用者對於AI技術的反應受到「情感—態度」的鏈

式心理機制的影響（Riedel et al., 2022）。這一發現為未來人工智能研究

提供了參考，在考慮使用者行為意圖的影響因素時，以人機關係為核

心的情感體驗以及隨之而來的態度轉變可能是關鍵的影響因素。

儘管這項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義的結論，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其一，實驗採用虛構品牌與線上情境，樣本局限於受教育程度較高 

人群，未來需透過更多樣化的樣本和更加貼近真實世界的實驗設計 

提升生態效度；其二，我們並沒有對聊天機器人擬人化程度提高後可

能產生的「恐怖谷」效應開展研究，值得在未來繼續推進（Mori et al., 

2012）。其三，本研究只考慮了頭像與命名作為擬人化線索可能產生的

影響，未將語言風格等其他重要的擬人化線索納入研究。在本研究設

定的情境下，虛擬客服的語言風格常常被期待是禮貌而可愛的（H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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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2024）。因此我們的研究設計保持了在不同情境中語言風格的一致

性，以便更好地觀察擬人化頭像與命名的效果。但是未來還需要繼續

探究語言風格、情感表達等其他擬人化社交線索的影響，尤其是那些

在人機交互過程中可能會影響使用者體驗的關鍵線索（Chen & Mao, 

2025），同時關注用戶特徵對擬人化線索敏感性的潛在調節作用。

從實踐層面來看，本研究為品牌經理、介面設計師及開發者提供

了實用建議，例如，在客戶服務中，可以考慮採用人性化頭像和顯示

聊天機器人的特定名稱來提高用戶的積極態度。將各種擬人化線索相

結合，也可能是打造人性化角色的有效策略（Schanke et al., 2021）。需

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基於模擬場景驗證了擬人化線索的積極作用，但

實驗所觸達的人群以及效應值所體現的影響效能較為有限，這提示我

們擬人化線索的影響機制可能具有情境依賴性。這一發現與擬人化效

應受情境因素調節的預測一致（Youn & Cho, 2023），進一步驗證了擬人

化線索的效果具有任務適配性的特徵，即擬人化設計的效能並非普

適，需與具體任務目標精準匹配。此外，儘管近年來圍繞AI的相關研

究在學術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將其在實際場景中進行應用依然存

在大量挑戰。彌合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之間的差距還需要更加深入理

解AI模型的複雜性、開展實際訓練以及考慮相應的倫理與監管問題。

因此，從理論到實踐的過渡需要學術界、產業界、政策制定者和開發

者之間的共同努力協作，通過聚焦教育、研究和應用方法，促進人工

智能領域的研究成果真正作用於實踐創新。

本研究透過實證分析，系統闡明頭像與命名作為擬人化線索對聊

天機器人使用者態度及行為意圖的影響機制，並得出以下核心發現：

其一，擬人化線索對使用者態度、使用意願及接受推薦意願具有普遍

正向影響；其二，任務類型正向調節了擬人化頭像對使用者態度的影

響，即擬人化頭像在享樂導向型任務中對態度的積極效應更顯著，但

並未調節擬人化線索與行為意圖的關係；其三，準社會交往與使用者

態度在擬人化線索與行為意圖間發揮鏈式中介作用，揭示了使用者對

於聊天機器人從情感認知到態度行為轉變的影響路徑。

在理論貢獻方面，本研究拓展了擬人化線索的作用機制研究，檢

驗了準社會交往與態度的鏈式中介效應，補充了現有文獻對「情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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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心理過程的解釋。同時，透過任務類型的調節分析，澄清了擬人化

線索的作用邊界，為理解AI技術接受度的情境因素提供了新證據。未

來研究可從以下方向展開：其一，透過更加貼近真實場景的實驗設計

與更加多元的定性研究方法提升研究的生態效度與細節深度；其二，

探討人機互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恐怖谷」效應及其他擬人化線索，如

語言風格、情感表達的影響；其三，結合AI模型複雜性與倫理問題，

進一步推動擬人化設計策略實現從理論向實踐的轉化。

註釋

1 在本研究的初始設計階段，我們參考了部分現有研究（Krämer et al., 2025）， 

選取現實世界中真實的聊天機器人頭像作為實驗刺激材料（例如螞蟻金服
的聊天機器人「螞小財」），且該初始設計通過了操縱性檢驗。然而，考慮
到使用已有的形象作為實驗刺激材料，可能會引入除擬人化程度之外的混
雜變數，諸如既有的品牌熟悉度和品牌認知等。這些潛在的混雜效應無法
通過隨機分組的方式完全加以控制。因此，在研究改進階段，我們決定採
用專門設計的實驗形象。本文最終呈現的實驗結果正是基於這一改進後的
實驗設計得出的。我們詳細闡述研究設計演變過程，主要有兩方面考量。
一方面，這凸顯了在研究過程中嚴格控制除擬人化程度之外其他影響因素
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期望能為後續研究人員提供一些有益參考。例
如，若使用現實世界中的形象作為實驗材料，或許可以考慮將既往品牌認
知和形象熟悉度作為協變數納入分析，從而更精準地測量擬人化效應。若
需獲取初始研究的相關素材，在合理情形下可聯繫本文作者。

2 完整實驗素材可聯繫本文作者獲取。
3 各組樣本量分佈見下表：

分組／樣本量 非擬人頭像／ 
非擬人命名

非擬人頭像／ 
擬人命名

擬人頭像／ 
非擬人命名

擬人頭像／ 
擬人命名

金融服務組 61 62 60 61

挑選禮物組 60 60 61 60

披露聲明

本文作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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